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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暴雨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发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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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切沟侵蚀是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极端暴雨条件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侵

蚀研究还鲜见报道。该研究以陕北 2017 年“7·26”特大暴雨为例，研究了岔巴沟流域 3 种土地利用类型（农地、休闲地

和撂荒地）坡面切沟发育形态特征及体积估算模型。结果表明：1）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长度分布在 20 m 内的占

比分别为 55.6%、34.8%和 44.8%；农地切沟平均深度为 110 cm，分别比休闲地和撂荒地高 18.3%、19.2%；农地和休闲

地切沟平均宽深比分别为 0.87 和 0.84，横断面呈“宽-浅型”，而撂荒地切沟呈“方型”（宽深比 1.01）。2）撂荒地切沟侵

蚀体积分别比农地和休闲地减少 47.8%和 28.3%，表明植被恢复有效地削弱了极端暴雨作用下的切沟侵蚀。3）农地切沟

不同坡段侵蚀体积由高到低为下坡、上坡、中坡，而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蚀体积沿坡长方向呈递增趋势；3 种土地利

用类型切沟在上坡段的沟岸拓宽速率大于下切速率，中下坡则相反。4）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蚀体积均与切沟长

度、横断面面积呈极显著幂函数关系（P<0.001），横断面面积是切沟体积估算更为有效的参数。研究结果可为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侵蚀体积估算及其防治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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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沟蚀作为一种常见的土壤侵蚀类型，其演变过程通

常分为细沟、浅沟、切沟和冲沟等不同阶段[1]。而切沟是

水力侵蚀的最严重阶段[2]，切沟沟头前进、沟岸扩张和沟

底下切各阶段的土壤侵蚀极为活跃，是流域的主要泥沙

来源，也是黄土高原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3]。为了遏

制水土流失、恢复脆弱生态环境，政府于 1999 年大规模

实施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经过持续有效地治理，黄

土高原的植被覆盖度指数由 1999 年的 32%增加到 2018

年的 63%，黄河入沙量趋势性减少[4]。然而，伴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近年来黄土高原地区的特大暴雨事件呈多态势

发展[5]，黄土坡面在遭遇特大暴雨事件后，植被恢复是否

能有效控制坡面切沟形成及控制水土流失还有待考证。 

土地利用方式和人类活动显著影响了切沟形成过程[6]。

植被恢复可通过影响土壤性质和地表水文过程等来控制

切沟的形成[7]。在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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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后，退耕地土壤持水能力比继续耕作的土壤持水能力

提高了 55%[8]。土壤性质的改善可能提高了坡面形成切沟

的暴雨阈值，当超过暴雨阈值后，坡面形成的切沟面积

和体积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大[9]。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坡面切沟侵蚀对暴雨的响应能力也明显不同，农地坡

面由于失去植被根系对土壤的固持作用，相对于草地和

林地更易形成沟蚀[10]，且农地型切沟尺寸明显小于草地

型切沟尺寸[9]。受汇水面积等因素的影响，切沟形态特征

沿坡长方向也存在差异，速欢等[11]研究发现切沟形态沿

坡长方向呈“宽浅-窄深-宽浅”式发展。而对于切沟的不

同部位而言，沟头是沟底下切最活跃的区域，沉积区主

要发生在切沟的中上部和中下部[12]。近年来，基于三维

激光扫描、三维立体摄影技术等生成的高精度数字高程

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对小流域尺度切沟

体积估算模型研究等方面也得到快速发展[9,13]，李镇等[14]

利用高精度 DEM 构建了晋西黄土区体积-沟长和体积-横

断面面积切沟体积估算模型。但该方法获取数据的精度

易受植被等地表因素的干扰，多针对于低植被覆盖坡面

切沟的研究。目前，极端暴雨作用下的切沟侵蚀研究，

野外实地勘测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也是对切沟侵蚀预报研究的关键补充。 

尽管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显著提

高了土壤抗蚀能力，但在特大暴雨等极端气候条件下，植

·农业水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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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恢复后的小流域遭受严重土壤侵蚀的例子仍很常见[5]。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暴雨条件下坡面细沟发育[15-16]、道

路侵蚀[17]以及梯田破坏[18]等方面，而针对于极端暴雨条

件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切沟侵蚀研究还较为鲜见。因

此，本研究以陕北“7·26”特大暴雨形成的切沟为研究对

象，探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坡面切沟发育的影响，构

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体积估算模型，以期为特

大暴雨条件下的切沟防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暴雨和洪水情况 

2017 年 7 月 25 日—26 日，陕北榆林地区突降一场

五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19]。暴雨中心区集中在子洲、绥

德、米脂一带。据文献统计及流域水文站气象资料显示
[20-21]，日降雨量在 100 mm 以上的雨区面积达 5 484 km2，

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 200 mm。12 h 最大降雨量子洲县水

地湾站为 236.6 mm、李家坬站为 217.8 mm、绥德县赵家

砭站为 257.7 mm。从李家坬站降雨过程看，1、3、6 h 最

大降雨量分别为 66.6、125.8、232.8 mm，远大于特大暴

雨的划分标准，总降雨量接近当地多年平均降雨量的

50%。此外，受暴雨的影响，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洪峰，

其中绥德站出现了自 1960 年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

（洪峰流量达 3 160 m3/s），水位超过历史实测最高水位

4.11 m。同时，该次暴雨洪水含沙量高，岔巴沟草坪站高

达 271 kg/m3，致使流域内水利设施损毁、房屋被毁、道

路受阻。 

1.2  研究区概况 

岔巴沟流域位于陕西省子洲县北部（37°37′31″N～

37°47′57″N，109°3′1″E～109°47′16″E），流域面积约

205 km2，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黄河中游多沙

多水区。流域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地面切割较深，

沟缘线十分明显，主要有梁地沟谷和峁地沟谷 2 种地貌

类型，具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特征[22]。该流域地

跨中温带与暖温带之间的亚干旱区，具有大陆性季风气

候特点。年平均气温约为 9 ℃，年降雨量在 450 mm 左右，

降雨年际分配极不均匀，70%集中在 7、8 月，且多为短

历时的强暴雨。土壤类型以黄土母质发育的黄绵土为主，

黏粒含量低，土质疏松，在暴雨作用下极易发生水力侵

蚀，其中沟蚀是主要的侵蚀方式，多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15 780 t/km2[18]。目前，该流域内主要代表植被类型包括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小米（Setaria italica）和

玉米（Zea mays）等农作物，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山 杏 （ Prunus armeniaca ） 为 主 的 乔 木 和 白 羊 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n）、铁杆蒿（Artemisia gmelinii）、

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等草本类植物。 

1.3  样点的选择 

自 1999 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岔巴沟

流域内植被覆盖度增长明显，2018 年植被覆盖度达到

53.1%，使流域内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3]，流域

内大量的陡坡农地经弃耕撂荒或恢复草被而演替为撂荒

地，然而，由于人地矛盾的存在，流域内部分陡坡农地

仍然存在。因此，本次切沟侵蚀调察的土地利用类型包

括以下 3 种[24]：1）经退耕还林（还草）措施后或耕作困

难逐渐弃耕有草被覆盖的撂荒地；；2）种植小米、高粱、

大豆等农作物的农地；3）休闲年限 1 a 内的休闲地。基

于对岔巴沟流域前期资料的分析以及综合专家团队的选

点考察[15,25]，利用 Google Earth 把流域分为上、中、下游

3 个部分，在每个部分分别选择了 4 个具有完整集水区的

小流域，选定的小流域沿着主沟道基本呈对称分布。结

合考察范围的合理性以及调查的准确性，每个小流域面

积宜分布在 0.2～0.5 km2。因此，本研究共选取了 12 个

小流域样点进行了详细的切沟侵蚀考察和测量（如图 1

所示），以反映岔巴沟流域的切沟侵蚀特征。在进行实

地调查时，若发现在已选定的小流域中存在大量的人为

扰动导致切沟侵蚀调查精度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则选用

与此流域相邻的备用样点。 

 
图 1  岔巴沟流域调查点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survey points in Chabagou watershed 
 

1.4  切沟侵蚀调查方法 

收集“7·26”暴雨前的遥感影像，并利用 Google Earth

对选定流域内的坡面切沟进行勾勒，可以很好地反映出

小流域的原始切沟分布情况及其坡面土地利用情况，为

实地调查提供数据支撑。一般情况下，农地上的细沟及

浅沟沟槽在前期的耕地、除草、种植等措施中已被填实，

因此调查中发现农地的切沟可基本认定为由本次特大暴

雨所导致；休闲地和撂荒地坡面由此次暴雨导致的切沟

主要通过观察切沟断面的节理，生物结皮、植被滑落情

况以及结合暴雨前的遥感影像资料来综合判断。 

此次调查采取基于 Google 卫星地图的奥维互动地图

软件和实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人员分为 2 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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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流域的集水区出口出发，沿着两岸的沟沿线上方进

行由此次暴雨所导致的所有切沟侵蚀的测量和记录，并

利用望远镜和对讲机观察对岸的调查盲区，以全面考察

坡面的切沟侵蚀情况，并在切沟发生的地方进行定位。

使用激光测距仪和 50 m 量程皮尺测量切沟的长度，使用

10 m 量程钢卷尺测量切沟宽度（上宽和底宽）和深度。

首先沿长度方向把切沟分成上、中、下 3 个部分，当切

沟长度≤20 m 时，每个部分隔 2 m 测量 1 次宽和深；当

切沟长度＞50 m 时，每隔 5 m 测量 1 次，若切沟断面变

化较为复杂时，适当增加测量次数以保证测量精度。同

时记录坡面土地利用类型，本次共调查切沟 140 条，其

中农地 45 条、休闲地 66 条、撂荒地 29 条。 

1.5  相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1）切沟长度值为切沟上、中、下 3 个部分的和，切

沟宽度值为切沟各部分测量点处的上宽与底宽的均值，

切沟深度值为切沟各部分测量点处深度的均值。 

2）切沟宽深比指切沟宽度与其对应深度的比值，无

量纲，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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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Rwd 为切沟宽深比；Wi 为第 i 个测量点切沟的宽度，

cm；Di 为第 i 个测量点切沟的深度，cm；n 为测量次数。 

3）切沟横断面面积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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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a 为切沟横断面面积，m2。 

4）切沟体积用来表示切沟侵蚀量，计算公式如式（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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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 VG 为切沟体积，m³；Wiu 为第 i 段的平均切沟上宽，

m；Wid 为第 i 段的平均切沟底宽，m；Di 为第 i 段的平均

切沟深度，m；Li 为第 i 段的坡面切沟测量长度，m。 

5）频率指切沟某个指标发生在某个区间的可能性大

小，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 

 100%
m

F
k

   （4） 

式中 F 为切沟某个指标的频率，%；m 为切沟某个指标出

现在某个区间的次数；k 为切沟总条数。 

1.6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进行数据整理，使用

R 软件（版本 R-3.6.3）进行数据分析，使用 Arcgis10.4、

R 包 ggplot2 和 OriginPro2021 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形态参数频率分布 

由图 2 可知，1）切沟长度集中分布在 40 m 内，累

积频率均在 70%以上；其中分布在农地、休闲地、撂荒

地坡面的切沟长度均在 20 m 内分布频率最大，占比分别

为55.6%、34.8%和44.8%，而对于20～30 cm和40～50 cm，

农地分布频率最小、撂荒地分布频率最大。2）切沟宽度

均集中分布在 0～80 cm 范围，累积频率均在 60%以上；

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分布频率随宽度的增加分别呈增

加-降低-增加趋势、增加-降低趋势和降低趋势，分别在

60～80、40～60 和<40 cm 分布最大，最大分布频率分别

为 33.3%、31.8%和 34.5%。3）切沟侵蚀深度集中分布在

100 cm 以上，农地、休闲地、撂荒地坡面切沟深度所占

比例分别为 40.0%、33.3%和 41.4%。4）切沟横断面面积

主要集中分布在 1 m2 范围内，累积频率均为 65%以上；

其中，农地、休闲地、撂荒地坡面切沟横断面面积均在 0～

0.5 m2 范围最大，所占比例分别为 48.9%、45.5%和 41.4%，

而后随横断面面积的增加呈降低趋势。 

 

图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横断面形态参数频率分布 

Fig.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gully section on slopes with different land uses 

 

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形态参数特征 

图 3 表征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的切沟横断面形

态特征，其中休闲地切沟发育平均长度最大（29.7 m），

分别比农地和撂荒地切沟发育平均长度高 14.8%和

42.9%；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平均宽度按大小排序

为农地、撂荒地、休闲地；农地切沟的平均侵蚀深度为

110 cm，分别比休闲地和撂荒地高 18.3%和 19.2%；撂荒

地切沟的平均侵蚀体积最小，分别比休闲地和撂荒地降

低 47.8%和 28.3%；农地平均横断面面积是休闲地和撂荒

地的 1.61 倍和 1.33 倍；侵蚀沟横断面的宽深比是反映切

沟形态的重要指标[14,26]，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横断

面宽深比大部分点落在 1:1 线的下方（图 4），农地和

休闲地切沟平均宽深比分别为 0.87 和 0.84，横断面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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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浅型”，而撂荒地切沟呈“方型”（宽深比为 1.01）。

结合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可以看出（图 4），在暴雨

作用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的侵蚀进程存在差

异，其中撂荒地相对于农地和休闲地的切沟沟壁拓宽能

力较强，整体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横向拓宽侵蚀速

率小于沟底的下切速率。 

 

图 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横断面形态特征 

Fig.3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ully on slopes with different land uses 

 

 

注（Note）: ***, P<0.001。 
 

图 4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平均宽度和 

平均沟深之间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width and average depth of 
gully on slopes with different land uses 

 

2.3  不同坡段切沟宽深比及其体积变化 

上坡段的宽深比均大于 1，整体上中坡段和下坡段的

宽深比小于 1（图 5a），这表明在暴雨作用下坡面上坡段

以沟岸拓宽为主，随着汇水面积的增加，在中下坡形成

以下切侵蚀为主的沟蚀形式；就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而言，

上坡段的农地宽深比最小，休闲地和撂荒地的宽深比分

别较之高出 0.5%和 36.5%，中坡段表现为休闲地最小、

其次为农地，而对于下坡段，宽深比最大为休闲地、撂

荒地次之、最小为农地。对于体积变化而言（图 5b），

农地切沟不同坡段侵蚀体积按大小排列为下坡、上坡和

中坡，而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蚀体积沿坡长方向呈递

增趋势；而对于相同坡段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而言，均

为农地最大、休闲地次之、撂荒地最小，相比于农地的

上坡、中坡和下坡位置，休闲地分别降低 40.0%、15.2%

和 23.6%，撂荒地分别降低 63.5%、57.6%和 37.5%，这

可能与农地土质的易蚀性以及植被减蚀作用有关[27]。 
 

 

图 5  不同坡段切沟宽深比和平均体积变化 

Fig.5  Changes of width-depth ratio and volume of gully in 
different slope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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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侵蚀体积估算 

沟长（L）和横断面面积（A）被作为估算切沟体积

（V）的主要参数，其函数关系大多以幂函数的形式表示。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图 6），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的切

沟侵蚀体积与切沟长度之间呈极显著的幂函数关系

（P<0.001），调整后的决定系数（R2
adj）按大小排列为休

闲地、农地、撂荒地，休闲地的体积估算模型更优；对

于 V-A 估算模型，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蚀体积

与横断面面积之间可用极显著的幂函数关系进行描述

（P<0.001），撂荒地 R2
adj>农地 R2

adj>休闲地 R2
adj。对于

各土地利用类型而言，横断面面积估算体积的 R2
adj 高于

长度估算体积的 R2
adj。因此，在特大暴雨作用下岔巴沟

流域切沟侵蚀 V-A 估算模型比 V-L 估算模型更能较好地

进行体积估算，在现实调查或遥感影像估算中，若横断

面面积难以获取时，也可使用切沟长度作为估算切沟体

积模型的有效参数。 

 

图 6  岔巴沟流域切沟侵蚀体积与形态参数之间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gully erosion volume and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in Chabagou watershed 

 

3  讨  论 
3.1  特大暴雨作用下切沟侵蚀影响因素 

切沟作为一种常见的地表形态，其影响因素可以归

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土壤性质、地

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外部因素是指突然触发切沟

侵蚀的事件，包括降雨、冻融以及人类活动等[28]。首先，

降雨提供了切沟侵蚀最主要的侵蚀动力，通过沟头溯源

侵蚀，沟底下切，沟岸扩展、崩塌、陷穴等作用形式，

导致土壤分离、搬运和沉积，不断切割坡面形态，造成

土壤流失[29]。研究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对径流

的抵抗能力差异显著，植被的存在增强了土壤抗冲性[30]。

尤其是在黄土高原地区，由于黄土的结构性、湿陷性和

水敏性等特殊土壤性质，裸露的农地在暴雨作用下更易

形成沟蚀。坡度和坡长是影响切沟发育的关键地形因素，

直接影响切沟的上方汇水条件[31]。坡度的增加可以迅速

形成径流，径流在下坡段快速汇水，导致径流侵蚀能力

增加，加剧了切沟的纵向切割率[32]。而坡形是坡度和坡

长的组合形态，决定径流的汇集形式和过程，进而影响

坡面切沟侵蚀发育。对于凹坡而言，径流易集中而形成

股流，野外调查发现在瓦背状地形的凹洼部分，切沟分

布相对于凸坡部位密集且侵蚀量大。另外，在汇水面积

一定时，切沟断面受植被因子限制而自发地调整形态和

尺寸，一般来说，植被的存在可抑制切沟的发育。一方

面，农地退耕为草地或林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促

进土壤团聚体稳定并降低土壤可蚀性[27]，降雨作用下撂

荒地具有更强的抗冲性并通过削弱径流动能来抑制切沟

形成[33]。另一方面，植被根系发育易形成土壤大孔隙，

并产生优先渗流路径，在特大暴雨条件下，植被的存在

可能会促进沟岸泻溜、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的发生，

使植被对切沟沟岸发育的抑制作用失效[26]。 

退耕还林（草）后的黄土高原地区在应对特大暴雨

事件时的水土流失防护还存在诸多问题。1）在调查的 12

个小流域中，依然存在大面积陡坡耕作现象，建议陡坡

农地继续实施退耕政策并合理配置土地利用类型，鼓励

农民开展生态农业等农业模式。2）对于已退耕的撂荒地，

需实施完善的管理措施，避免复耕现象；其次，开展各

项调配坡面径流措施，完善排水系统，形成一套综合防

护体系。3）遏制浅沟再发育，浅沟提供了继续发育成切

沟的良好基础，避免集中径流经过浅沟，防止进一步发

育成切沟。 

3.2  特大暴雨作用下切沟侵蚀对植被恢复的响应 

以实地测量的切沟形态参数为自变量建立的体积估

算模型，对大时空尺度上进行切沟侵蚀定量研究有重要

意义[34]。本研究表明，暴雨作用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

面形成的切沟体积分别随沟长、横断面面积的增长以幂

函数形式增加（V=aLb、V=a′Ab′），其中 V-L 模型的 a 和

a′为模型拟合参数，b 值被视为单位沟长上切沟横断面面

积的增长率[35]，b 值接近 1 表明切沟横断面面积沿沟长方

面近乎变化一致，本研究得出的草地 b 值在约为 1，而农

地和休闲地大于 1，这说明植被在控制切沟形态变异方面

可能具有优势[7]。而 V-A 模型的 b′值被视为单位切沟面积

上沟深的增长率，b′越接近于 1 表明从沟头到沟口的沟深

越趋于恒定。在特大暴雨作用下，具有强大冲刷能力的

径流使得切沟从沟头到沟口都有充沛的径流能量去下切

土体，导致不同坡段的沟深并没有明显差异，这是 b′值

接近 1 的重要原因。由调整后的决定系数可知（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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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V-A 比 V-L 在预测切沟体积上有更好的表现，与吴

红艳[36]在相同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在云南元谋

干热河谷区，用沟长进行预测相对于用横断面面积预测切

沟体积更具有优势[6]。因此，估算切沟体积的有效参数还

应根据特定情况而定。 

植被常被看作抑制切沟发育的关键因子，当植被覆

盖度大于 60%时能有效地抑制切沟的发育[3]，本研究结果

也证实了植被恢复能有效减少切沟侵蚀量（图 3d）。需

要注意的是，当植被恢复后的小流域在遭受特大暴雨时

极易触发重力侵蚀，植被根系的纵向根劈作用促进了崩

塌、滑塌的发生[5]，如 2013 年黄土高原天水地区“7·25”

暴雨在植被覆盖度良好的坡面上引发重力侵蚀灾害 700

多处[37]。重力侵蚀产沙最高可占流域总侵蚀产沙量的

67.0%[22]。另外，暴雨作用下坡面的陷穴侵蚀也同样不可

忽视。陷穴侵蚀被认为是切沟侵蚀的一个重要过程，特别

是在植被存在的情况下，植被通过促进壤中流和优先流的

形成而加速土壤颗粒分离来促进陷穴侵蚀。但由于在发生

凹陷或通道坍塌之前，陷穴侵蚀无法从地表可见，因此在

切沟侵蚀过程中，陷穴侵蚀常常被忽视[38-39]（图 7）。尽

管植被恢复以及梯田等措施能在一般降雨情况下发挥良

好的减水减沙能力[20]，然而，针对于特大暴雨情况，如何

在适宜的部位布设引水/拦沙措施来减轻沟坡重力侵蚀以

及陷穴侵蚀的危害，是土壤侵蚀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图 7  岔巴沟流域坡面洞穴侵蚀 

Fig.7  Siping erosion in slope of Chabagou watershed 

4  结  论 

本研究以陕北“7·26”特大暴雨作用下岔巴沟流域新

形成的切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 12 个小流域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坡面切沟侵蚀调

查，研究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坡面切沟发育形态特征及

其体积估算模型。结果表明：1）“7·26”特大暴雨下，

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蚀长度在 20 m 内的占比分

别为 55.6%、34.8%和 44.8%，深度分布在 100 cm 以上的

占比分别为 40.0%、33.3%和 41.4%；农地切沟平均深度

为 110 cm，分别比休闲地和撂荒地高 18.3%、19.2%；农

地和休闲地切沟平均宽深比分别为 0.87 和 0.84，横断面

呈“宽-浅型”，而撂荒地切沟呈“方型”（宽深比 1.01）。 

2）撂荒地切沟侵蚀体积最小，分别比农地和休闲地

降低 47.8%和 28.3%；农地切沟不同坡段侵蚀体积为下坡

最大、上坡次之、中坡最小，而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

蚀体积沿坡长方向呈递增趋势。 

3）农地、休闲地和撂荒地切沟侵蚀体积均与切沟长

度、断面面积呈极显著幂函数关系（P<0.001），横断面

面积是进行体积估算更为有效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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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lly eros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soil erosion o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To 
control soil and water loss and improve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in 1999 to restore vegetation on steep slope farmlands. Although the projec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two decades, soil erosion on the loess hilly region caused by extreme rainstorms is still serious. 
Therefore, the controlled effects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gully formation and soil erosion on loess hillslopes under extreme 
rainstorms need to be evaluated. Moreover, the effe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morphology of gullies and gully volume 
estimation under extreme rainstorms is poorly understood. Given these issues, the Chabagou watershed (a typical watershed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suffered by an rainstorm (called “7·26” rainstorm)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of gully erosion. 
Four small basins in the Chabagou watershed were selected from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respectively, to explor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rive volume estimation models of three land uses (farmland, fallow land, and 
abandoned land) under extreme rainstorm. A total of 140 gullies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45 gullies on farmland, 66 gullies 
on fallow land and 29 gullies on abandoned land. The gully length was measured by the laser rangefinder and the gull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upper, middle and lower) by a 50-m tape. In each section, the top width, bottom width and the 
depth of the gully were measured using a steel tape. The measuring times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gully length to ensure 
the measuring accuracy. The measured cross-sectional parameters (i.e. width and depth) of the three sections were averaged as 
the eventual width and depth of each section, and the gully volumes of the three sections were summarized to be the amount of 
gully ero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gullies less than 20 m on farmland, fallow land and abandoned land accounted 
for 55.6%, 34.8% and 44.8%,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d gully depth on farmland was 110 cm, which was 18.3%, and 19.2% 
higher than those on fallow land and abandoned land, respectively. The width-depth ratios of gully on farmland and fallow 
land were 0.87 and 0.84, respectively, and their cross sec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wide and shallow shape, but the 
crossed section of the gully on abandoned land was closed to squared shape (width-depth ratio was 1.01). 2) The lowest gully 
erosion volume was found on abandoned land, which was 47.8% and 28.3% lower than that of farmland and fallow land,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can effectively contain gully erosion under extreme rain. 3) Gully erosion 
volume of farmland on upslope was largest, followed by downslope and mid-lope, while fallow land and abandoned lan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long the slope. For the three types of land use, the widening rate of gully on the upslop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n the downslope, but the opposite was found on the mid-slope. 4) The significant (P<0.001) power functions 
could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lly erosion volume and gully length and/or gully cross-sectional area on farmland, 
fallow land, and abandoned land, and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was a more effective parameter for estimating gully volume. This 
study results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predicting the gully erosion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and controlling 
gully erosion in the hilly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Keywords: land use; erosion; slopes; extreme rainstorms; gully; vegetation restoration; Loess Plateau 


